
本文主要著眼於筆者籌辦「風格故事—琺瑯彩瓷展」過程，對作品觀察的心得。雖然作品

上可清楚辨識的白色和玫瑰粉紅顏料，其成分目前尚未通過科學化驗，仍然存在一些不確

定性。不過，考量到如果單純從視覺上已經能夠分辨出白與粉紅的風格特徵，那麼在等待

科學分析的可能性到來之前，應該還是可以據以提出一點看法，作為後續討論的基礎。

▌余佩瑾

琺瑯彩瓷之粉樣風格─
一個觀察省思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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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樣風格
  面對實物，一旦觸及琺瑯彩瓷之粉樣風

格，自然而然令人聯想到學界已然存在對「粉

彩」瓷器的定義—亦即該類瓷器是不是在施彩

過程中使用了白色粉料，以及是否因為添加了

白色粉料，致使紋樣出現不同的視覺效果？從

這個角度來看與粉樣風格相關的研究與討論，

自然也需要面對所謂琺瑯彩、粉彩和洋彩的定

義及其風格樣式的問題。關於這點，如同大家

所了解的情況般，其實已經經歷過許多不同階

段和不同層次的討論。若以 2012年施靜菲和彭

盈真聯合發表的〈從文化脈絡探討清代釉上彩

名詞—琺瑯彩、洋彩與粉彩〉一文為例，1當

我們跟隨她們的視點，從歷史文獻、東西學界

的看法以及科學化驗的成果等面向瀏覽一遍之

後，相信大家當認同作者對清宮琺瑯彩瓷的看

法，是目前學界較為有共識的觀點。除此之外，

對部分文物或被稱為粉彩、洋彩的狀態，則難

以從中界定出一個共通的分類準則。

  在此之下，本文針對琺瑯彩瓷粉樣風格的

討論，難道不會讓問題更加複雜化？對此，筆

者以為即使有更趨複雜化的可能性，但從省思

的角度來看，仍然無法迴避作品本身反映出來

的風格特徵及猶待解決的問題。以此視角回顧

英國學者 Sir Harry M. Garner（1969）、日本學

者小林太市郎（1974）和中國學者汪慶正（1978）

等人的著作，發現他們都曾撰文提出「洋彩」

即為「粉彩」，並於論述過程同時關注白色和

玫瑰粉紅色兩類釉彩；儘管各有論述脈絡和重

點，但從本文議題相關的角度梳理他們的觀點，

似乎可以從中追溯出由於觀察物件的不同，致

使東西學界對琺瑯彩、粉彩和洋彩的理解，存

在一些差異。

  首先，以Garner撰述之 The Origins of Famille 

Rose一文為例，2該文標題通過今天 Google翻

譯，得知為「粉彩的起源」。然而，當我們回到

文章本身，可見 Garner開宗明義即指出他認為

「洋彩」一詞，更加適合來表達 Famille Rose的含

義。雖然如此，論述過程中，Garner仍然聚焦於

Albert Jacquemart（1808-1875）創造 Famille Rose 

一詞的考量。亦即，中國彩瓷發展中，出現一個

從 Famille Verte（英譯有作 Green Family者）到

Famille Rose（Rose Family）的轉變歷程。3在這

個命題下，玫瑰粉紅料的發色原理，其燒製背景

涉及自西方引進的技術，及與之相應出現的含錫

不透明白料等，都是關注此項新釉彩誕生必然需

要釐清的問題。至於玫瑰粉紅料出現的時間點，

Garner受到另一位研究者 George Loehr（1892-

1974）譯讀傳教士書簡的影響，讓他參考雍正七

年（1729）和八年（1730）兩份書簡透露出來的

訊息—即該時間點中，大清帝國尚且需要為尋

覓優秀的烘烤技師而煩惱，4反過來推測玫瑰粉

紅琺瑯料開始成為中國陶瓷裝飾釉彩的時間點

應為雍正八年左右。

  其次，日本學者小林太市郎譯著法國傳教

士殷弘緒（D’Entrecolles, François-Xavier, 1664-

1741）書簡亦述及粉彩。5由於殷弘緒的兩封書

簡（分別撰述於 1712年和 1722年）其實未對

琺瑯彩瓷多加著墨，而且談到白料時又多以鉛

白來涵蓋。影響所及，小林太市郎即以銅胎畫

琺瑯製作過程需先塗一層白色顏料的作法，反

過來推敲透明小石頭磨成的粉末，應是粉彩瓷

器器表施塗的白色粉料；在論及玫瑰粉紅琺瑯

料時，或許考慮到殷弘緒 1722年的書簡曾言及

「中國人不懂得硬水和王水的秘密，他們的發

明都是非常簡單」的狀況，6故將黃金發色的概

念，以來自西方卡修斯的紫金釉配方（Purple of 

Cassius）一筆帶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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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於此，由於汪慶正本人對陶瓷史較為

熟悉，因此他從彩瓷發展的角度提出所謂粉彩

應當具備五項基本特徵：其一，繪製紋樣前，

先以玻璃白打底，其成分包含氧化鉛、氧化硅

和氧化砷，後者因深具乳濁特質，故讓裝飾紋

樣出現不透明的質感。其二，以渲染方式彩繪

紋樣，致使紋樣具有濃淡、明暗層次的變化。

其三，調色介質為油料。其四，出現在器表的

胭脂紅彩，以黃金作為呈色劑。其五，燒成溫

度較低，約為 700度左右。7因全文無附註，

所以無法判斷汪慶正撰文之際，是否看過前述

Garner和小林太市郎的文章，但一次將粉彩瓷

器綜整成五項特色的觀點，在某種程度上，彷

彿為「粉彩」和「洋彩」瓷器提供一個總結式

的定義，尤其以玻璃白打底的說法，後來也深

刻地影響坊間對粉彩瓷器的認知。

圖 1　琺瑯彩牡丹紋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　琺瑯彩牡丹紋盤　局部

白料與玫瑰紅料
  若以故宮藏品回應前述學者的觀點，特別

是回到畫琺瑯技藝開始受到皇帝關注，並且降

旨研發、製作的康熙時代（1662-1722），除了

可從傳世品瞭解當時應運而生的各類銅、瓷、

玻璃和宜興胎產品之外，單以陶瓷項類來觀察，

在實驗研究的階段中，亦存在一類以清宮庫藏舊

瓷來重新加彩的例證。如圖版所示（圖 1），這

件瓷盤於形制，外底無釉，內周壁具淺刻花紋

樣（不仔細觀察的話，很容易忽略掉），及其

與盤心銜接處出現一圈弦紋的特徵等（圖 2）， 

均可對比出瓷盤本身其實是十五世紀上半葉明朝

永樂官窯的甜白盤，到了十八世紀被重新加彩製

成寫有「康熙御製」款的琺瑯彩瓷。（圖 3）特

別是用來標記款識的玫瑰粉紅料（圖 4），在色

澤上，又和另一件無款胭脂紅彩杯相近。（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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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無款胭脂紅彩杯其實也和另一件青花人物

詩句杯具有相同的器型，藉由青花人物詩句杯

在題句之後所加署的「己未季秋月」紀年款 

（圖 6），可以追溯出這類瓷杯燒製於康熙

十八年（1679）左右。

  在這個基礎上，如果再參考馬國賢（Matteo 

Ripa, 1682-1746）康熙五十五年（1716）書簡

所言，當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

1766）來到清國時，康熙皇帝曾要求他們倆人

圖 3　 明　永樂　甜白花卉紋菱花式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4　 琺瑯彩牡丹紋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6-1　 康熙 18年（1679）　青花人物詩句套杯之一　北京故宮博物
院藏　取自陳潤民主編，《清順治康熙朝青花瓷》，北京：紫
禁城出版社，2005，頁 254。

圖 6-2　 康熙 18年　青花人物詩句套杯之二　

圖 5　 清　康熙　胭脂紅彩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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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試繪琺瑯；以及康熙六十年（1721）羅馬教

皇克萊門十一世（1649-1721）使節團訪問清國

時，康熙皇帝的贈禮清單包含一批琺瑯製品，8 

可回溯出清國積極研發畫琺瑯的時間點大約發

生於康熙五十五年左右。以此反觀約在康熙

十八年出品的瓷杯，讓我們意外地捕捉到在始

創階段中，除了提取前朝舊瓷，透過試繪琺瑯

來察看效果；無獨有偶地，也會提取當朝較早

的製成品來試色。而且從後續又出現「又辛丑

年製」款的胭脂紅彩系列作品（圖 7），間接說

明皇帝實驗室的試作，或一路延續到康熙六十

年（「又辛丑年」指康熙六十年）左右。9

  相對於實驗階段的產品，我們還能從如常

燒製完成之康熙朝琺瑯彩瓷的傳世作例中，對

照出一款同時出現在瓷胎和宜興胎上的朵花紋

樣（圖 8、9），除了可以說明一個時期互為流

圖 7-1　 清　康熙　胭脂紅彩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7-2　清　康熙　胭脂紅彩碗　「又辛丑年製」款

圖 8　清　康熙　琺瑯彩紅地菊花碗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9　 清　康熙　宜興胎畫琺瑯四季花卉蓋碗　局部 國立故
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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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風格樣式之外，從花卉紋樣來觀察，無論

仍處在實驗階段或已經掌握燒製技術的作品，

均能看到白色和玫瑰紅色並存的現象。據此思

考 Garner文章最後對成型工序的考量，也就是

說，當陶工需要組合各種釉彩於一器時，前後

次序究竟是如何處理的呢？從他的角度來看，

無論是綠色系和粉紅色系釉彩，照理是在同一

作坊中完成，但在流程上，若以景德鎮生產的

紋章瓷為例，依序應先處理綠色系釉彩，然後再

添加粉色系釉彩；當全部紋飾完成之後，若需要

增繪金彩圖案，則於最後一道步驟處理。雖然

Garner列舉的例證和本文據以觀察的作例不同，

但本文想要強調的是，討論琺瑯彩瓷的顏料，

除了以黃金作為呈色劑的玫瑰紅色值得留意之

外，製備過程中具有安定黃金作用的錫，同時也

產出了不透明的白色顏料，這款顏料是否也是琺

瑯彩瓷所見白色紋樣中的一款顏料呢？值得後

續再觀察。

  如前所述，Garner、小林太市郎和汪慶正等

的文章都曾先後提及白料，例如小林太市郎和

汪慶正均提及含有鉛元素的鉛白和玻璃白，就

和 Garner提到的錫白不同，不過或許都有不確

定性的考量，這大概是他們最後都選擇和玫瑰

粉紅料分別敘述的原因吧。其次，以玫瑰粉紅

料來講，在以作品為據的視角下，透過康熙朝

琺瑯彩瓷所見裝飾紋樣，一方面可以回頭修正

Garner以為雍正八年始出現 Famille Rose的觀

點，並且進一步將之提早至雍正八年之前。另

一方面，「又辛丑年製」款玫瑰粉紅器的存在，

也間接回應了 Garner文章言及，早已有人認為

粉紅風潮傳播至清國的時間點為 1720年左右。

即便如此，相較於小林太市郎和汪慶正的簡單

陳述，或許 Garner更能掌握西方學界對卡修斯

紫金釉配方的研究與看法，雖然他的文章並不

支持以強水溶解黃金，再從中提煉出紫金或金

紅玻璃是來自卡修斯（Andreas Cassius, 1605-

1673）的發現。10但是，Garner倒是極為細緻地

幫讀者梳理出紅玻璃燒成的歷史，可以溯源至

十六世紀下半葉。

  此類以黃金呈色的金紅彩，確有引人之處。

筆者過去與共同策展人王竹平女士辦理「金成

旭映—清雍正琺瑯彩瓷」特展時，因感於神

祕的金紅特質，故曾透過高倍顯微鏡頭（放大

50∼ 200倍），以非破壞性方式觀察本院部分

具玫瑰粉紅顏料的琺瑯彩瓷（該一釉彩或稱胭

脂紅、胭脂水）。結果發現在五十倍以上的鏡

頭底下，均可看到金微米顆粒（圖 10），呈現

出科學術語所指的析金現象。11相對於西方紫金

釉配方未有類似的情況，清國琺瑯彩瓷所顯現

出來的差異性，固然反映出釉料含有黃金的成

分，但又透露或許有本土技術存在的可能性。12

  特別是，通過康熙五十五年和五十七年

（1718）來自地方的三份奏摺，得知廣東匠人們

曾經帶著「法藍金鈕」、「法桃紅顏色的金子

攙紅銅料」和「已打成底子，未畫未燒金鈕坯」

圖 10　 〈胭脂紅彩杯〉局部放大五十倍　轉引自王竹平，〈金紅彩料
在康雍時期琺瑯彩瓷的使用情形〉，頁 311，插圖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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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表露於字面，看似和玫瑰粉紅料相關的材料

進宮試燒。如果這份備料符合本土技術需求，

那麼相應出現的「所製白料潔白光亮」，當然

就不是西洋提煉技術下出現的錫白料。不過從

康熙五十七年奏摺所呈現出來，如果獲准進宮，

他們將攜帶「白料一百二十筋」和「紅料一筋」

前往，也透露出白料和玫瑰紅料均是燒製琺瑯

彩瓷需要的用料。13

　　另一方面，曾於康熙五十八年至康熙六十一

年（1719-1722）之間短暫居留北京，協助清國研

創畫琺瑯事務的陳忠信（Jean Baptisete Gravereau,  

1690-1762），於實際作業期間亦曾開列燒製畫

琺瑯器需要的色料，再交由另一位傳教士馮秉

正（Joseph Moyriac de Mailla, 1669-1748）代為向

法國耶穌會提出申請，其中用錫盒盛裝的一盎司

胭脂紅料（one ounce of carmine placed in a pewter 

box）的請求，特別引人關注，14彷彿暗示清宮

作坊也想比照西洋方法來提煉金紅彩。

  若將視角再轉到清宮造辦處提煉琺瑯料的

相關紀錄，先不管方法為何，是否和西洋技術有

關？透過檔案記事，我們至少從雍正六年（1728）

存在「試燒煉備用法瑯料」（〈雜錄〉2月 22日）、

「著做盛法瑯料杉木糊黃紙面紅絹裡有隔斷盤」

（〈木作〉4月 5日），和怡親王允祥（1686-1730）

曾交辦將四類琺瑯色料「收在造辦處做樣。⋯⋯

著宋七格到玻璃廠，每樣燒三百斤用。⋯⋯」

（〈雜錄〉7月 12日）。以及雍正七年也有「燒煉得

各色琺瑯料三十四斤」（〈琺瑯作〉11月 21日）等

的相關記載中，逐次推溯出這股延續自康熙朝以

來的煉料工作，至遲於雍正六年左右，已經進展

到自行煉就的局面！

  再從這個角度來看羅列於檔案記事中，經由

怡親王交辦玻璃廠提煉的四類色料。雖然僅憑文

字，無法分辨其間的差異性。但通過紀錄，至少

圖 11　 清　康熙　琺瑯彩粉紅地開光四季花卉紋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2　 清　雍正　琺瑯彩紅地團花開光花鳥紋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3　清　乾隆　琺瑯彩粉地剔花番蓮紋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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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新煉琺瑯料」共計有九色，另一組「新增

琺瑯料」也有九種不同的色彩。再加上可能是舶

來品，亦各有九色的「西洋琺瑯料」和「舊有西

洋琺瑯料」，全部加總起來共計三十六款顏色，

除了未見有玫瑰粉紅琺瑯料一色外，在「新增琺

瑯料」中，倒是出現一款「深葡萄紫色」。不過

目前通過文字，無法得知是否和卡修斯的紫金釉

配方相關。另一方面，「西洋琺瑯料」、「舊有

西洋琺瑯料」和「新煉琺瑯料」三類琺瑯料中，

均含有一款「白色」琺瑯。同樣地，在「新增琺

瑯料」中，也存在一款「軟白色」琺瑯，再度反

映出白料不可或缺的情形。不僅如此，自雍正六

年以後，清宮作坊也密切地與景德鎮御窯廠互通

有無，如雍正六年怡親王曾指示將「月白色」和

「松花色」兩款琺瑯料，交給御窯廠督陶官年希

堯（1671-1738），讓他用來燒造官窯瓷器（〈雜

錄〉7月 12日〉）。雍正七年，年希堯也將代為採

購的「雪白料三斤四兩」送達清宮（〈琺瑯作〉閏

7月 9日〉）。

作品現象
  如果檢視康熙朝到乾隆朝（1736-1795）的

琺瑯彩瓷，其實不難發現存在其中的玫瑰粉紅

紋樣，如清康熙〈琺瑯彩粉紅地開光四季花卉

紋碗〉（圖 11）、清雍正〈琺瑯彩瓷紅地團花

開光花鳥紋碗〉（圖 12）和清乾隆〈琺瑯彩粉

地剔花番蓮紋碗〉（圖 13）等均是其中的例證。

除此之外，筆者以為還有幾個相關的面向，值

得一起參照思考：

  其一，近來，日本學界公布一件典藏於陽

明文庫的「金琺瑯有蓋把碗」，這件作品後來

經臺灣學者再行爬梳比對後，以為極可能是雍

正二年（1724）皇帝賞賜琉球國的禮品之一。15 

由於本院亦典藏與之類似的〈金琺瑯萬壽齊天

高足蓋碗〉（圖 14），從該作例其實製作於

康熙朝，且器外滿飾金彩的裝飾手法，可鏈結

康熙朝琺瑯彩瓷草創試繪時期對黃金裝飾的探

索。亦即，雍正朝檔案記事給予該類產品「磁

胎燒金琺瑯」的命名，彷彿暗示了除卻玫瑰粉

圖 14　清　金琺瑯萬壽齊天高足蓋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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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琺瑯彩錦地花卉紋酒鍾〉為例（圖 16）， 

該類作品除了以八方圖案式的錦地紋和蔓延其

間的纏枝花卉，展現乾隆朝流行的「錦上添花」

紋樣外，當近距離細察圖案表象，還可以看到

點綴在花瓣上，試圖模仿金星玻璃效果的金彩

斑紋。（圖 17）此現象，若對照以玫瑰粉紅料

為底色的清康熙〈琺瑯彩粉紅地開光四季花卉

紋碗〉，和全器塗滿金彩的〈金琺瑯萬壽齊天

高足蓋碗〉，那麼，彷彿同時匯集兩類料彩特

徵的〈琺瑯彩錦地花卉紋酒鍾〉，其實又反映

出在乾隆皇帝一個官窯概念下，有別於雍正皇

帝追求宮廷專屬的「內廷恭造式樣」，反而出

現同時集合宮廷作風和景德鎮御窯廠樣式—一

種可以看成是同時綜整「琺瑯彩」和「洋彩」

風格的新裝飾紋樣。

圖 15　清　乾隆　套紅玻璃花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紅料之外，景德鎮陶工亦想從中國陶瓷既有的

裝飾手法，研創其他的可能性。

  其二，接續前面探詢金彩的事例，若思考

雍正六年《活計檔》中另一筆較晚的記事提及，

皇家作坊在自行煉料的同時，怡親王仍然想從

玻璃廠調度學徒來調配紅料（〈琺瑯作〉9月 2日）。

一方面固然反映出紅料確實有需要專責處理之

複雜度，但因玻璃廠也配備有西洋技師駐廠協

辦，間接又反映出清國仿照西洋技術與傳教士

的關聯，以及一直到了雍正朝，清宮作坊仍然

持續為研發玫瑰粉紅琺瑯料而努力。

  其三，在推進琺瑯彩瓷進程中，雍正八年

三月，雍正皇帝看到一對「飛鳴宿食雁鼻煙壺」

深感滿意，首度降旨犒賞畫琺瑯和主責煉料的

宮廷技師譚榮和鄧八格兩人（〈記事錄〉3月 6日）。

此事例可對照傳教士書簡敘及雍正七年皇帝急

於尋覓烘烤技師，及期待現有琺瑯製品更為精

進的想法，將之看成是一個後續的進展。

  其四，相對於殷弘緒以為清國人士不懂得

強水的說詞，至乾隆朝，流露於乾隆三十三年

（1768）檔案記事中有關「做套紅玻璃須用強水」

（〈琺瑯作〉2月 27日），和乾隆四十年（1775）「現

今成造掐絲法（瑯）壇城並供器陳設等項，

需用強水配粉紅色法瑯料」的記事（〈記事錄〉

10月 8日），顯示至遲於乾隆三十三年之際，造

辦處的役匠人等已經大致瞭解使用強水溶解黃

金，再從溶解的膠體黃金提煉出紫色或粉紅色

玻璃的方法。同時，當強水用盡時，檔案中有

關「行文粵海關監督，令其採辦強水五觔，送

京應用在案」（〈記事錄〉10月 8日）的紀錄，也

反映出曾經透過廣東粵海關代為採買。

  對此，我們同樣可從故宮收藏的乾隆朝〈套

紅玻璃花插〉（圖 15），感受到和檔案文字相

呼應的風格樣式。同樣地，從陶瓷視野來看，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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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清　乾隆　琺瑯彩錦地花卉紋酒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7　清　乾隆　琺瑯彩錦地花卉紋酒鍾　局部

鑑賞視角的轉變
  那麼什麼是洋彩？該類瓷器和琺瑯彩的關

係為何？依據唐英（1682-1756）手記來看，無

論「洋彩器皿本朝新仿西洋琺瑯畫法，人物、

山水、花卉、翎毛，無不精細入神」（1735《陶

成紀事碑記》），還是「圓琢白器，五彩繪畫，

模仿西洋，故曰洋彩。⋯⋯」（1743《陶冶圖

冊》），透過駐廠監造雍正和乾隆兩朝官窯瓷器

的督陶官視角，為我們梳理了十八世紀人們眼

中的洋彩瓷器是御窯廠燒製，一種在裝飾紋樣

上模仿琺瑯彩瓷的作品類型。那麼，由於畫琺

瑯技藝傳自西洋，所以有「模仿西洋，故曰洋

彩」之說。

　　當時序來到 1925年，紫禁城轉型成為故宮

博物院，且對外開放參觀，據說當時承乾宮曾

經展出琺瑯彩瓷，這個展覽引起楊嘯谷的注意，

在多次前往觀展之後，曾以該批展品作為研究

對象，撰述《古月軒瓷考》一書。16書中如數家

珍地展現個人物見經驗。除了糾正民國初年出

版的《陶雅》、《海王村遊記》和《飲流齋說瓷》

三本陶瓷鑑賞書籍相關論點的謬誤外，也積極

分享琺瑯彩瓷所見胭脂紅和白色粉料的特質。

雖然今日無從得知當年楊嘯谷對玫瑰粉紅呈色

原理「其原質採自歐西各國寶石粉加工特製」

的說法來源，但是，從他的目驗經驗中，明顯

可以感受到玫瑰粉紅圖案受到注意的一面。

　　至於白粉現象，則有「案料款必料彩畫。

即瓷胎畫琺瑯器為特種御窯器，無大小咸價

重連城。料彩中有粉色白于珍珠，不若官窯

粉彩之易於脫落。何能以論官窯者，併為一

例」的描述。對楊嘯谷來講，「御窯」和「官窯」

品質略有高下之分。若從今日對琺瑯彩瓷生產

的視點，大致可以掌握楊嘯谷筆下的「御窯」，

係指裝飾紋樣完成於清宮作坊的作品群。相對

於此，「官窯」則指景德鎮御窯廠燒製完成的

物件。最重要的是，依據他的說法，同樣得知

御窯和官窯皆用白色粉料入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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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清　康熙窯　琺瑯彩貢粉地折枝花卉撇口盌」（倫敦藝展展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這種對白色粉料的關注，後來也表現在倫

敦藝展籌備委員會對物件的定名上，1935年因

應英國倫敦 Burlington House舉辦「中國藝術國

際展覽會」，倫敦藝展籌備委員會選出 88件琺

瑯器參展。其中 7件是銅胎，8件為玻璃器，73

件為瓷胎。17以現在的角度重新檢視 73件瓷胎

作品，其中有 64件可以看成是琺瑯彩瓷。比較

有趣的是 64中的 3件，在品名上已被標記出粉

樣特徵。第一件是「清康熙窯琺瑯彩貢粉地折

枝花卉撇口盌」（圖 18），18如果以實物來對

照品名，所謂的「貢粉」，大概是指以白料施塗

器表，形成白色底色的做法。第二個例子，是一

對課子圖碟。（圖 19）這兩件作品被稱作「清

乾隆窯琺瑯彩堆藍立粉開光春閨課子碟」的原

因，大概是因為盤緣有微微突出器表的兩圈藍色

小菊花圖案，所以以「堆藍」來形容。那麼，介

於兩圈花紋中間由白色顏料繪製完成的纏枝花

卉，應該就是「立粉」。此處透過「堆」、「立」

兩字的字義，不難理解藍白兩色圖案浮凸器表的

質感。第三個例子，是在底色釉彩前加上粉字。

這組例證可以「清康熙窯琺瑯彩粉紅地開光綠地

四季花碗」和「清雍正窯琺瑯彩粉黃地芝蘭壽石

圖小盌」為例（圖 20），對照實物，單純從視

覺印象來看，或許當時的籌備委員會以為該兩件

瓷碗均曾使用白料來調和底色。

　　同樣地，在非屬琺瑯彩瓷組的物件中，也

有兩件瓷器同樣具有「貢粉」的標記。其中一

件是「清乾隆窯貢粉三彩錦上添花轉心雙活環

鏤空雲龍花薰冠架」（圖 21），另一件則是「清

乾隆窯貢粉三彩錦上添花鏤空雲蝠轉心瓶」。

（圖 22）依照乾隆朝《活計檔》的分類，這兩件

作品都被歸類為洋彩器類。若從和前述康熙朝

瓷碗相同的標準來看，第一件作品的貢粉現象，

應該是指施塗在鏤空球體香薰表面，比較偏白

的釉彩。另一件轉心瓶的貢粉特質，應該展現

在看起來已經過調色，看起來像是莫藍迪色調



101故宮文物月刊—第493期・2024年4月

圖 19-1　 「清　乾隆窯　琺瑯彩堆藍立粉開光春閨課子碟」（倫敦藝展展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0　 「清　雍正窯　琺瑯彩粉黃地芝蘭壽石圖小盌」（倫敦藝展展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9-2　 「清　乾隆窯　琺瑯彩堆藍立粉開光春閨課子碟」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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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清　乾隆　貢粉三彩錦上添花轉心雙活環鏤空雲龍花薰冠架」（倫敦藝展展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2　「清　乾隆　貢粉三彩錦上添花鏤空雲蝠轉心瓶」（倫敦藝展展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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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清　乾隆 琺瑯彩錦地開光西洋仕女三羊圖長方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之土金色的鏤空部位。

　　另外，需要留意的是，這兩件作品製作於

景德鎮御窯廠，和琺瑯彩瓷最後一道繪圖和烘

燒步驟完成於皇家作坊有所不同，簡單來說，

就是用色加粉的作法，同時存在內廷和宮外的

生產流程。從這個角度著眼，又延伸兩個問題

面：其一，如果從「堆藍」和「立粉」的角度

來看，那麼，另一對課子圖碟其盤緣於金邊和

一圈蝙蝠圖案中間的纏枝花卉，是否也可以看

成是相似的作風。如果是的話，從這兩件作品

微突出器表的花卉圖案，似可再連接到另一件

倫敦藝展的參展物件—清乾隆〈琺瑯彩錦地開

光西洋仕女三羊圖長方盒〉。（圖 23）如圖所

示，這件作品器蓋周緣由白料逐一勾繪完成的

花邊，看起來也是同類裝飾風格，可是當時並

未給予相同的粉樣標記。

猶待釐清的情節
　　儘管倫敦藝展的籌備委員已經意識到琺瑯

彩瓷的白料紋樣也是作品所見一種特色，卻未

能給予一致性命名的原因，目前已經難以回溯。

但是從中反映出來的現象一如今日所見般，仍

然存在一些難以釐清的環節。因此筆者以故宮

藏品為基礎，重新回顧研究史的觀察點，不在

於對琺瑯彩瓷和粉彩提出新的定義，更大的用

意是想提醒兩件事，其一，無論是不是受到銅

胎琺瑯器成型技術的影響，白料始終是製備琺

瑯彩瓷必要的原料之一，那麼受到皇家作坊琺

瑯彩瓷影響而相應出現的景德鎮洋彩瓷器，自

然也展現出同類的風格。其二，白料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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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涉到提煉技術究屬西洋與否的問題，如果清

國皇家作坊曾以西洋技術處理玫瑰粉紅料，那

麼相應出現不透明白料，也是情理之事。但如

果另外存在其他的本土技術，那麼當如同乾隆

八年（1743）《陶冶圖冊》所言，透過調料介

質同時具有「蕓香油」、「膠水」和「清水」

三種不同的方式，19反映出至遲到了乾隆朝，製

作洋彩瓷器的方法，已經大有進展了。

作者為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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